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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何以能成功？
———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比较分析



闫　健

　　 【内容提要】　以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为案例，本文探讨了后殖民

时期非洲分离主义运动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以往研究大都关注导致分

离主义运动成功背后的 “要素组合”，与此不同，本文的切入点是分析

阻碍非洲分离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 “遏制性要素”。具体而言，在去殖

民化运动后的非洲，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着组织化、军事斗争与外部关系

三个层面的 “遏制性因素”。换言之，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

同时面临着组织化、军事斗争与外部孤立三个层面的障碍———要取得成

功，它们就必须克服这三个层面的 “遏制性因素”。相对于非洲其他分

离主义运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之所以能最终赢得主权地位，正是源

于它们在克服这三个维度 “遏制性因素”上的相对成功。

【关键词】　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遏制

性因素　组织化　军事斗争　外部孤立

现今非洲的国际秩序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去殖民化运动。在非洲的

场景下，去殖民化运动最为显著的结果就是主权国家在非洲的确立，而后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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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今非洲国际秩序的基石。一方面，自去殖民化运动以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石

的国际秩序在非洲遭遇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一些非洲国家经历了

惨痛的内战与暴力冲突。根据乌普萨拉 “冲突数据”项目 （Ｕｐｐｓａｌ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统计，仅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非洲大陆共发生了１１０００多次涉及国家的

冲突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① 其中，民主刚果在世纪之交的两次内战又被称

为 “非洲的世界大战”，共造成约５４０万人死亡。② 非洲也因此成为冷战后世界

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③

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体系在非洲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自去殖民化运动以

来，尽管新生的非洲国家经历了无数的政治动荡、族群冲突甚至内战，但以主权

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在非洲大体上延续了下来。换言之，今日非洲的主权国家

版图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考虑到非洲各国族群与文化的多样

性、政治经济基础的羸弱以及殖民宗主国不考虑族群文化因素而人为划定的国家

边界，分离主义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分裂原本应是战后非洲各国更有可能出

现的局面。然而，非洲大陆的现实发展却并非如此。

在去殖民化运动后，非洲国家面临的现实分离主义威胁远比理论上的预测更

少。根据英格拉波特 （ＰｉｅｒｒｅＥｎｇｌｅｂｅｒｔ）和汉墨 （ＲｅｂｅｃｃａＨｕｍｍｅｌ）的统计，截

至２００５年，撒哈拉以南４８个非洲国家中，只有１０个国家经历了分离主义导致

的暴力冲突，而且很多冲突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有限。同期，有３０个非洲国

家至少经历了一次与分离主义无关的暴力冲突，而且很多持续时间久、破坏性

大。换言之，非洲国家发生的暴力冲突大多数并不包含分离主义内容。相比之

下，自１９６０年之后，中东和北非各国有４４％的国内暴力冲突与分离主义有关，

亚洲国家是４７％，欧洲国家是８４％，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２７％。④

更为重要的是，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大陆不仅分离主义运动的数量较少，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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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主义运动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更少。根据是否同时赢得对内主权 （即是否

拥有实际治理权）与对外主权 （即是否获得广泛国际承认）两个标准，迄今为

止，非洲大陆只有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其他的

分离主义运动，要么没能获得对内主权 （比如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它得到

了７０多个国家的承认并成为非盟的成员国，但其声索国土的绝大部分被摩洛哥

控制），要么没能获得对外主权 （比如１９９１年之后的索马里全国运动，后者实

现了对索马里兰的有效治理，但迄今为止并未得到任何国际承认），要么是对内

主权与对外主权均未实现 （比如，安哥拉的卡宾达地区、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

以及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的分离主义运动等）。

为何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能够在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

主权国家地位？与非洲其他分离主义运动相比，它们究竟 “做对了什么”？通过

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比较，本文致力于对上述问题予以初

步回答。为了增强分析的说服力，本文也将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与非洲分离主

义失败案例进行比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比较分析仅仅是初步的，对于非洲

分离主义成功与失败案例的系统分析将大大超出本文的范围。作为一项初步的研

究，本文将聚焦于对厄立特里亚与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的比较分析，探讨这些相

同或相异因素如何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最终命运造成影响。本文的分析有助于加深

对非洲分离主义运动背后若干机理的理解，但它显然不能替代系统性的解释，后

者将是研究者下一步的研究任务。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已有研究的梳理，第一部分将确定

本文相关讨论的学术与历史场景。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将提出一个 “组织

化—军事斗争—外部关系”的三维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分

离主义运动同时面临着组织化、军事斗争与外部关系三个层面的障碍———要取得

成功，它们就必须要打破这些障碍，缺一不可。通过应用第二部分的三维分析框

架，本文的第三部分将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进行分

析，比较它们在打破这些障碍方面的异同，进而讨论其对理解非洲分离主义运动

背后一般机理的启示。最后的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　分离主义与非洲：文献回顾

在国际学术界，分离主义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或分离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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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① 借用克劳福德的定义，本文将分离主义界定为，在没有原有主权国家

（母国）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强制力或威胁使用强制力创立一个国家的行为。② 如

前所述，主权国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由于分离主义给原有主权国家的存在

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因而它也被认为会对战后国际秩序造成冲击。这也是为何分

离主义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话题的原因所在。

国际学术界有关分离主义的研究大体上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关

于分离主义的合法性争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法领域。大多数学者都承

认，围绕分离主义合法性争论的根源在于国际法本身内容的模糊与自相矛盾。具

体而言，分离主义主要涉及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领土完整原则，而这二者在某种

程度上相互矛盾且均能从战后国际法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因而，如何在这两大原

则之间进行取舍，便成为学者们在分离主义问题上态度分歧的根源所在。例如，

威尔曼从民族自决原则出发为分离权辩护，认为主权国家的分裂应当被允许，前

提是只要分裂不影响国家功能的实现。③ 与之相对，从分离主义运动事实上会破

坏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出发，克劳福德认为民族自决权并非一项绝对原则，只

有在母国同意的情况下，分离的结果才能获得合法性。④ 虽然现有的国际法体系

同时将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合法化，但在战后国际体系的实际运转

中，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压倒民族自决原则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越来越多的学

者采纳了克劳福德的思路，试图对民族自决原则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定，以调和其

与领土完整原则之间的冲突并使其更接近国际体系的现实。这方面的一个进展就

是学者们提出了所谓的 “分离的正当理由理论” （Ｊｕｓｔ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ｃｅｓ

ｓｉｏｎ），即只有当母国大规模违反一个分离地区民众的人权时，该地民众才享有

分离的正当权利。该理论认为，分离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绝对权利，而只是针对

母国大规模违反人权行径的最后 “补救手段”。例如，克鲁特认为，只有当满足

下列三个条件时，单方面的分离主义诉求才是正当的：第一，分离主义地区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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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构成了一个民族；第二，他们的人权遭到了母国政府严重侵犯；第三，母国政

府拒绝该地区民众自由行使自治权，而后者也没有其他任何补救措施。①

已有研究聚焦的第二个问题是分离主义出现的原因。学者们关于分离主义合

法性的争论大体上属于规范层面的 “应然”研究，而对分离主义原因的探讨则

将把导致分离主义的诸多 “实然”因素带到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在国际学术界，

关于分离主义原因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对导致分离主义的因素的讨论也

是五花八门。概而言之，这些因素可以归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影响国家构建的一些 “先天因素”，包括国家出现的时间长短、地

理状况、疆域与人口规模大小、文化异质性程度等。例如，有学者指出，一个国

家越是年轻，它就越可能经历国家构建和民族融合的阵痛，因而也就越有可能面

临分离主义的风险。② 国家的地理状况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因素。如果一国由

两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组成，那么，其很有可能面临较高的分离主义风

险。③ 例如，卡宾达和卡萨芒斯的分离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各自与安哥

拉和塞内加尔相对隔离的地理状况联系在一起。此外，文化主义论者强调一国文

化异质性对分离主义的潜在影响。如果一国文化异质性越高，则其面临的分离主

义风险也就越大。④

第二类是经济与物质性因素，包括人均收入分配与自然资源禀赋等。在收入

分配对分离主义的影响方面，研究者们尚未有定论。一些研究者认为，一个地区

人均收入越低 （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则其便越有可能提出分离主义要求。⑤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指出，一个地区越是 （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富裕，则分离

主义情绪便越强烈。⑥ 这两种观点均有现实中的例子做支撑，前者的代表是孟加

拉国，后者是加丹加。尽管人均收入分配与分离主义之间的联系尚未有定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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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者仍旧相信，过低的人均收入与缓慢的经济增长率是导致分离主义运动

的 “危险因素”，因为它们恶化了不同群体间的怨恨并降低了发动分离主义战争

的机会成本。① 自然资源禀赋与分离主义冲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罗斯将自然

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外国投资才能开发的自然资源 （比如石油），另一类

是不需要外国投资便可开发的资源 （比如钻石）。前者可能会增加分离主义的风

险，因为所在地区只有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后才能吸引外国投资进行资源开

采；而后者则不会带来直接的分离主义风险，因为当地人或许更倾向于支持本地

的军阀而获取资源收益。② 在一项相关但并不直接讨论分离主义的研究中，熊易

寒与唐世平证明了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是决定石油是否导致或加剧族群冲突的核

心变量。③

第三类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政治转型常常会暂时

削弱一国中央政府，进而为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机会。④ 如果一个政治体系

更容易产生政治暴力，那么，它倾向于引发分离主义倾向。⑤ 周光俊将分离危机

的产生看作国内政治危机的缩影和后果，当分离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在权力获

取、利益共享与权利机会三个维度同时存在矛盾，或者任意一项或两项存在矛

盾，且难以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解决时，如果少数族群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分离活动

家领导的族群政党 （政党、准政党、类政党）并能够持续地获取资源和凝聚族

群，则分离主义运动就会发生。⑥

除了强调上述结构性因素外，另有一些学者还将行为体层面的因素也纳入对

分离主义原因的分析中来。例如，科利尔等人发现，一个地区受初中教育的男性

的比重越小，则战争就越有可能是分离主义性质的。⑦ 巴克斯认为，分离主义者

对在母国中可以获得的好处与成本以及分离能够带来的好处与成本的判断，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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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俊：《分离运动的政治学———亚齐、魁北克、南苏丹和瑞士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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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分离主义运动是否会产生。①

与非洲大陆分离主义运动较少的事实相一致，国际学术界对于非洲分离主义

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非洲的特定案例，比如厄立特里

亚、南苏丹、索马里兰、比夫拉、加丹加等，相关的比较研究较为缺乏。在这方

面，英格拉波特和汉墨的研究或许是个例外。他们发现，尽管导致分离主义的各

种因素在非洲都存在，但非洲实际发生的分离主义运动并不多。如是，则背后的

原因究竟是什么？通过对非洲已有分离主义运动的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非洲羸

弱的主权国家 （相比分离主义运动）能够为地方精英带来更大的好处，这诱使

他们致力于竞争国家制度渠道所能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寻求风险更大而收益更不

确定的分离主义目标。②

总体而言，对于分离主义的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 “分离主义是否应当”和

“分离主义为何发生”这两大问题，而对 “分离主义运动为何成功”的讨论较为

欠缺。对于后一问题为数不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诸多不同要素的排列组合

上。例如，克日什托夫总结了决定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结果的七大因素。③ 同样，

通过利用质性比较分析法对１５个分离主义案例进行分析，郝诗楠和高奇琦得出

结论认为存在两种导致分离主义成功的要素组合。④ 但是，此类研究大都面临案

例选择偏误与变量失准的问题。例如，郝诗楠和高奇琦的研究并未将非洲的负面

案例纳入其中，而其提出的五个自变量也无法涵盖分离主义运动成败背后的多样

原因 （例如，索马里兰尚未取得真正独立地位的直接和唯一原因仅仅是未能获

得国际承认⑤）。这也是为何较为深入的案例比较分析对于探讨 “分离主义运动

７

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何以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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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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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大因素包括：强国的利益、中央政府对待分离主义运动的态度、分离主义运动和中央政府之

间的军事平衡、分离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分离主义运动或中央政府分别得到的外部支持、对分离主义的国

际承认 （尤其是联合国）以及分离主义地区对于母国的经济重要性。参见：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Ｔｒｚｃｉｎｓｋｉ，“Ｔｈｅ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
ｃａ，ｖｏｌ１１，２００４，ｐ２０９。

这两种要素组合分别是：（１）“非民主政体” ＋“经济不发达” ＋“外部干预” ＋“国家统一时
间短”；（２）“非民主政体” ＋“经济不发达” ＋“外部干预” ＋“分离主义组织的暴力化”。详见郝诗楠、
高奇琦：《分离主义的成与败：一项基于质性比较分析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以索马里兰为代表的 “未被承认国家” （ｕ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ｓｔａｔｅｓ）已成为分离主义的相关研究无法回
避的客观现象。参见：ＮｉｎａＣａｓｐｅｒｓｅｎ，Ｕ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成功原因”十分必要。此外，如前所述，国际学术界对于非洲分离主义的已有

研究大多数聚焦于特定案例，缺乏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尤其缺乏对于厄立特里

亚和南苏丹这两个成功案例的比较研究。例如，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非洲分离

主义的研究论文集中，有三章和一章篇幅分别讨论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

义运动，但全书却没有专门章节对南苏丹与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运动进行比

较。① 这正是本文余下篇幅的主要目标。

二　组织化—军事斗争—外部关系：一个理解
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的分析框架

通过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本文致力于

解释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何以能获得成功。如前所述，已有研究倾向

于关注 “哪些要素组合导致了非洲分离主义的成功”，与此不同，本文的切入点

是 “哪些因素遏制了非洲分离主义的成功”。去殖民化运动之后，非洲大陆绝大

多数分离主义运动都失败了，仅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是例外，这一事实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这些 “遏制性因素”对分离主义的强大抑制作用。同时，为了克服这

些 “遏制性因素”，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均付出了惨痛代价。厄立特里亚的分离

主义战争持续了近３０年时间，战争导致６５万名战士阵亡，１０万人伤残，４万

平民死亡，９万儿童永远失去了父母；② 南苏丹先后经历了与苏丹的两次内战才

赢得独立，持续时间合计超过４０年。其中第一次内战造成５０万人死亡，而第二

次内战的死亡人数超过２００万，难民更是不计其数。③ 通过将这些 “遏制性因

素”筛选出来，我们便可真正理解厄立特里亚与南苏丹相对于非洲其他分离主

义运动的特殊性，进而深入分析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所在。

在 《非洲的游击队》一书中，克拉彭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Ｃｌａｐｈａｍ）认为非洲的分

离主义组织与其他类型的叛乱组织一样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突出问题，包括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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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结构 （领导层、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

国际体系的关系。① 以克拉彭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 “组织化—军

事斗争—外部关系”的三维分析框架。具体而言，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着

组织化、军事斗争和外部关系三个维度的遏制性因素———分离主义运动要取得成

功，就必须克服这三个维度上的障碍。与克拉彭的分析框架相比，本文的三维框

架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以 “组织化”维度统合 “组织的内部结构”与 “组织

与民众的关系”，并将 “确立领导权”（组织内部结构的主要功能）与 “社会动

员”（组织与民众关系的主要功能）作为实现 “组织化”目标的两大任务；二是

将 “军事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维度凸显出来。克拉彭在其分析框架中并未纳入

军事斗争因素，主要原因在于他关注的是 “反抗非洲国家的反叛行动”，而 《非

洲的游击队》一书各个章节的案例也都是非洲有代表性的反叛组织，其暴力性

与军事色彩不言自明，无须特别强调。相比之下，本文的关注对象是非洲的分离

主义运动，后者既可以采取暴力手段，也可以采取和平方式 （比如桑给巴尔、

南喀麦隆以及赞比亚的巴罗策兰），而在非洲的场景下，缺乏军事斗争能力的分

离主义组织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在非洲，那些以和平方式推进分

离主义目标的组织，其分离主义目标本身的真实性就为人所怀疑，甚至被称为

“表演性或摆姿态的分离主义”（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ｕｒｉｎｇ）。② 因

而，军事斗争能力不仅是非洲分离主义运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其分离主

义目标是否会被母国以及国际社会 “认真对待”的重要指标。此外，本文的三

维分析框架也与后殖民时期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相契合。迪亚兹等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ｓａｎｄＳａｒａＤｏｒｍａｎ）对厄立特里亚的研究发现，“厄立特里亚人民

解放阵线”（ＥＰＬＦ）同时面临着三个层面的斗争任务：与埃塞俄比亚 （以下简称

埃塞）的军事冲突、争取内部普通人的理解与支持以及获取国际合法性与承认。③

正如本文接下来的分析，这三大斗争任务同样遏制了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

在去殖民化运动后的非洲，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的第一个遏制性因素就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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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障碍。众所周知，非洲大陆有着极强的社会与文化多样性，这与非洲大陆历史

上缺乏有效组织这一史实密切联系在一起。受米格代尔 “社会中国家”理论的

启发，本文将 “组织化”界定为在特定社会推行一致性规则的能力。① 在前殖民

时期的非洲，无论是 “无国家社会”，还是 “酋长的社会”，均是组织化程度很

低的社会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洲本土社会缺乏对权力集中的强烈需

求，而后者又与流动农业下土地资源的相对丰富、土地权利的模糊化以及阶级分

化不明显直接相关”。② 殖民主义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基于暴力之上的统治机器，

但其对非洲社会的渗透是极为有限的，殖民国家从未能实现对殖民地社会的有效

整合。因而，去殖民化运动后，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仍旧是众多新生非洲国家所面

临的重大挑战。在去殖民化运动后的非洲，分离主义运动代表着分离主义社群与

母国社会之间的全面对抗，而赢得这场对抗的首要条件就是实现对分离主义社群

的有效组织。同时，无论是分离主义社群还是母国社会均受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

困扰，但其对前者的影响普遍要更大，这是因为母国社会可以利用殖民国家遗留

下来的统治机器并享有去殖民化运动带来的合法性，因而其在克服低组织化问题

方面享有 “先天优势”。对于分离主义社群而言，克服组织化障碍至少意味着相

互关联的两大任务：一是形成有凝聚力和行动力的领导组织，以实现对分离主义

运动的领导；二是通过领导组织，实现对所在社会的有效动员。从去殖民化运动

后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的实践看，这两大任务的实现并非易事。

非洲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的第二个遏制性因素是军事斗争。郝诗楠和高奇琦的

研究认为，分离主义组织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策略对于分离运动的最终结果并不重

要。③ 但是，至少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场景下，军事斗争却是分离运动取得成功的

前提条件。这一状况至少与以下两方面因素相关：首先，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存

在一些先天脆弱性 （比如族群与文化多样性、殖民者随意划定的国家边界以及国

家传统羸弱等），这使得它们对于分离主义运动的耐受力很弱，因为任一分离主义

运动的发生都可能带来国家其他地区的连锁反应，导致国家的解体。因而，它们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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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使用军事手段压制任何分离主义诉求。例如，在后殖民时期最早出现的两个分

离主义案例中 （加丹加和比夫拉），刚果 （金）和尼日利亚政府最终都是通过军事

手段 “解决问题”。其次，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分离主义者难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诉

求，这既与各国不成熟的政治制度相关，也与各国政府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

题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也出现了一些和平性的分离主义运动，

比如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刚果 （金）的巴刚果以及喀麦隆南部地区，但无一例

外都被当局压制。这也使得军事斗争成为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的最后出路。之所以说

军事斗争为一大 “遏制性因素”，是由于它对于非洲分离主义运动而言是一个代价

高昂的选择。母国政府在军事力量方面无疑享有 “先天优势”，这就将选择进行军

事斗争的分离主义组织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

非洲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的第三个遏制性因素是外部关系。如前所述，在战后

国际体系的实际运转中，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压过了民族自决原则，这使得现有国

际体系对待分离主义运动的态度极为保守。这种保守态度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更

为凸显，而这又与各国对分离主义运动可能在非洲引发连锁反应的担忧联系在一

起。对比 《联合国宪章》与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相关条款就可以发现，非

洲国家对于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态度更为强烈：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要

求，成员国不能威胁或武力侵害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大体上是一项否

定性的被动义务；相比之下，《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第二条则规定，该组织致力

于 “捍卫”各个成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这是一项积极义务。在现实

中，这就使得非洲分离主义运动难以摆脱 “外部孤立”的困境。一方面，非洲

的分离主义运动很难像其母国那样得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持。加丹加和比夫拉分离

运动的失败与其缺乏国际支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在加丹加的案例中，联合国还

直接派出军队帮助恢复刚果 （金）的 “领土完整”。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案

例中，国际支持的缺乏直接导致分离主义战争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另一方

面，国际支持的缺乏还使得非洲一些获得实际独立地位的分离主义运动难以获得

国际承认。① 大多数非洲国家均面临程度不一的分离主义风险，因而它们在不承

１１

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何以能成功？

① 关于 “国际承认”是否是产生新国家的必要条件，国际法中的 “宣布学派”（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ｈｏｏｌ）
与 “构成学派”（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Ｓｃｈｏｏｌ）之间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在国际
体系的实际运转中，“国际承认”是新生国家获得国际合法性的前提。此外，未能得到国际承认导致新生

的类国家实体无法开展正常的国际交往，因而会对其 “国家资格”构成实际限制。



认分离主义运动构建的类国家实体方面享有共同利益。只有在母国率先承认分离

主义运动构建的类国家实体之后，非洲国家才会选择承认后者，厄立特里亚和南

苏丹的独立过程均是如此。相比之下，尽管索马里兰自１９９１年后就处于实际独

立状态，但是由于索马里政府的反对，索马里兰的独立诉求并未得到任何国家的

承认，它仍旧被国际社会所孤立。

上述三大遏制性因素并非彼此孤立存在，而是共存于一种相互交织、彼此

强化的关系网络之中。换言之，在现实中，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的是上述

三大因素共同构成的 “遏制体系”。其中，“组织化”是它们面临的内部障碍，

“军事斗争”是其面临的来自母国政府的障碍，而 “外部孤立”则是来自国际

体系的障碍。在现实中，这些障碍因素彼此强化，形成了某种遏制合力。对于

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而言，这一 “遏制体系”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可能性。

一方面，这大大压缩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生存空间与成功可能性。在 “遏制体

系”的遏制合力下，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无一例外地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即便那些最终赢得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也无一不付出了惨痛代价。另一方

面，这也带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分离主义运动在克服特定遏制性因素方面的

进展，可能会成为打破整体 “遏制体系”的突破。例如，分离主义运动在克

服组织化障碍方面的成功，无疑会提升其进行军事斗争以及打破外部孤立状况

的能力。反过来，如果一个分离主义组织能够获得更大的外部支持，那么其进

行军事斗争以及克服组织化障碍的能力就会增强。简而言之，不同的分离主义

运动在打破 “遏制体系”方面的具体路径不尽相同，正如本文接下来对厄立

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比较分析，这一选择与各个分离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内外部环

境以及可利用的诸类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　殊途同归：厄立特里亚与南苏丹
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比较

尽管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与 “要素

论”的预期相悖的是，它们事实上并不拥有导致分离主义运动的某些 “先天

优势”：首先，它们内部均存在着严重的族群和宗教分裂，这与索马里兰或是

巴罗策兰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厄立特里亚，族群对立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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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基督徒与低地穆斯林之间的分裂旷日持久；而在南苏丹，游牧族群之间

（丁卡人、努尔人、西鲁克人）以及游牧族群与定居农业族群之间的冲突则与

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以及暴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其次，它们与各自母国之间也

并不存在有利于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地理阻隔，这与卡宾达、卡萨芒斯以及

（某种程度上）桑给巴尔的情况也不相同。最后，对于各自母国而言，厄立特

里亚和南苏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或文化象征价值，历届埃塞和苏丹政府

都誓死捍卫其领土主权，两个分离主义运动始终面临着来自母国的强大军事压

力。厄立特里亚拥有埃塞所有的出海口，其高地地区还是古代阿克萨姆帝国的

核心，在埃塞统治者和民众心中有着突出的历史象征意义。南苏丹扼守尼罗河

上游，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北苏丹 （以及埃及）的水资源状况，同时，苏丹

已发现的大部分石油资源都位于南苏丹。正如本文余下篇幅所分析的，厄立特

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功并非源于它们拥有某些有利的 “要素”或

“要素组合”，而在于它们最终有效克服了不利于非洲分离主义运动取得成功

的 “遏制性因素”。

（一）克服组织化障碍：领导权与动员力

如前所述，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代表了分离主义社群与母国社会之间的全面

对抗，而赢得这场对抗的首要条件就是实现对分离主义社群的有效组织。只有实

现对分离主义社群的有效组织，分离主义运动才能充分动员当地社会，进而与母

国政府的军事对抗才成为可能。如前所述，对于分离主义运动而言，克服组织化

障碍至少意味着相互关联的两大任务：一是形成有凝聚力和行动力的领导组织，

以实现对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二是通过领导组织，实现对分离主义地区社会的

有效动员。在完成这两大任务方面，厄立特里亚与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既有相

似性，也有不同之处。

（二）领导权的确立

与非洲大多数地方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样，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都面临着严重

的组织化障碍。这种组织化障碍首先就体现在两地的去殖民化进程中。在确定厄

立特里亚战后地位与前途命运的去殖民化进程中，穆斯林联盟 （ＭｕｓｌｉｍＬｅａｇｕｅ）

主张独立，而由高地基督徒组成的联合党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与教会组织则坚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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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联合。这种内部分裂最终导致联合国决定厄立特里亚应与埃塞结成联邦并成

为后者的一部分。同样，在苏丹的去殖民化进程中，南苏丹政党间的分裂为北方

精英操纵去殖民化进程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使得南苏丹失去了获得自治地位的

机会。

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兴起后，组织化障碍就表现为分离主

义运动内部的冲突与分裂。在两个案例中，分离主义组织均是 “两线作战”，即

一方面要面对来自母国政府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来自运动内部的分裂

压力。这种分裂压力首先表现为不同分离主义组织对于分离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

夺。“厄立特里亚解放运动”（ＥＬＭ）是厄立特里亚最先出现的分离主义领导组

织，后来出现的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ＥＬＦ）通过军事手段铲除了ＥＬＭ的势

力，垄断了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后来从 ＥＬＦ分裂出去的 “厄立特里

亚人民解放阵线”（ＥＰＬＦ）又与 ＥＬＦ展开了对分离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经

过两次内战，ＥＰＬＦ终于在１９８２年将 ＥＬＦ的势力赶出厄立特里亚，最终实现了

对分离主义运动的主导。在南苏丹，第一次分离主义战争 （１９５５—１９７２年）失

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安亚尼亚运动 （Ａｎｙａｎｙａ）内部的分裂。只是到了１９７０年，

以色列开始支持拉古 （ＪｏｓｅｐｈＬａｇｕ），在后者的领导下，安亚尼亚运动才实现初

步统一，并使得１９７２年与苏丹政府签订和平协议成为可能。同样，在第二次分

离主义战争 （１９８３—２００５年）期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ＳＰＬＭ）与安亚尼亚Ⅱ

（ＡｎｙａｎｙａⅡ）为了争夺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也是大打出手，直到后者最终被

击败。除了因争夺 “分离主义运动领导权”导致的分裂与冲突外，分离主义组

织内部也随时面临着分裂的张力。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

阵线内部对阿费沃尔基 （ＩｓａｉａｓＡｆｗｅｒｋｉ）个人独断专行的不满导致了 “蝙蝠”

（Ｍｅｎｑｕｅ）、“亚明”（Ｙａｍｉｎ）等异议组织的出现。① 在南苏丹，族群冲突与苏丹

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后者在１９９１年分裂，随之而来的族群仇

杀与政治分裂使得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元气大伤。②

在两个案例中，分离主义运动领导权的确立最终都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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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健：《政治—军队—族群的危险联结：南苏丹内战原因分析》，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７年第３
期。



但是，与ＳＰＬＭ相比，ＥＰＬＦ内部围绕领导权的争夺所导致的暴力规模较小，① 这

可能与南苏丹社会的暴力文化以及族群分裂程度更深有关。此外，在两个案例

中，确立分离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一个相似结果就是抬高了特定领导人的地位。阿

费沃尔基和加朗 （ＪｏｈｎＧａｒａｎｇ）分别成为各自分离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而

在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二人均以专制方式维持组织内部的统一。这从一个侧面

表明，严峻的内外环境对两大分离主义组织都提出了 “统一行动”的任务 （否

则，分离主义运动就会被母国政府剿灭），而这一任务的实现反过来又压缩了其

组织内部的民主空间。即便如此，阿费沃尔基和加朗维持分离主义组织统一的具

体手段仍存在差异。阿费沃尔基主要依靠在ＥＰＬＦ内部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与民

主集中制原则，相比之下，加朗更为依赖其对外部资源的控制 （尤其是垄断了

从埃塞门格斯图政权那里获得的支持）。这一差异与两个分离主义组织所在社会

的集权传统以及所能获得的外部支持的差异联系在一起。这些差异在两大组织对

所在社会的动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为了分离而动员

分离主义运动克服组织化障碍的另一大任务是对所在社会进行动员，唯有如

此，它们才有可能与母国政府进行军事斗争进而打破外部孤立。在进行社会动员

方面，ＥＰＬＦ和ＳＰＬＭ的经历存在较大差异。

在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目标始终与社会改造目标联系在一起。ＥＰＬＦ十分

重视社会动员，认为这是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② 具体

而言，ＥＰＬＦ的社会动员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首先，建立围绕 ＥＰＬＦ的外围社

会组织。ＥＰＬＦ在其控制区域成立了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农民协会、民兵

以及人民大会等组织，这些组织便成为 ＥＰＬＦ进行社会动员和改造的工具③；其

次，广泛开展政治宣传与动员。在分离主义运动时期，ＥＰＬＦ将马列主义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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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费沃尔基对异议组织的镇压导致一些异议人士或是被监禁或是被处决。而 ＳＰＬＭ的分裂则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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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意识形态，① 后者也成为ＥＰＬＦ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的有力武器。ＥＰＬＦ成立

了群众管理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Ｍａ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其主

要职责就是进行政治动员。在群众管理办公室的推动下，解放区的所有士兵和民

众都需要接受ＥＰＬＦ主导的政治教育，接受 ＥＰＬＦ的意识形态成为所有人加入组

织的前提条件。在ＥＰＬＦ内部确立严明的纪律与通过政治教育将 ＥＰＬＦ对于厄立

特里亚历史和社会的理解灌输给组织成员和普通群众，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②

再次，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在农村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为

此，ＥＰＬＦ在解放区的农村建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并确保贫农对土改的领导地位。

土地改革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极大动员了农民支持分离主义运动

的热情。最后，建立政权组织，提供基本服务。ＥＰＬＦ在解放区农村废除了埃塞

的政权组织，以ＥＰＬＦ主导的人民委员会取而代之。不同的社会群体、妇女和青

年各自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后者向全体村民大会汇报工作，而全体村

民大会则 “需要接受地区群众管理办公室的指导”。③ 新政权组织为村民提供了

争端调解、医疗卫生、兽医、教育、供水、道路等方面的服务。ＥＰＬＦ在社会动

员方面的有效性得到了广泛认可。正如康内尔所言，“尽管缺乏持续性的外部支

持，但是，ＥＰＬＦ构建了基本的基础设施 （建筑、交通、通信等），推动了经济

发展 （农业、畜牧业、商贸），提供了社会服务 （教育、卫生、紧急救助），改

变了农村社会最根本的权利关系 （土地改革、婚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改革）。

（ＥＰＬＦ）似乎存在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动力”。④

与ＥＰＬＦ强调社会革命的优先性不同，ＳＰＬＭ的整体策略是军事斗争优先于

社会动员。具体而言，加朗的计划是先通过军事斗争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再利用

国家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⑤ 这也是为何 ＳＰＬＭ在社会改革和社会福利

改善方面步伐相对较小。尽管如此，ＳＰＬＭ在维护占领区社会秩序方面仍旧取得

了一些成绩。早在１９８４年，ＳＰＬＭ便在其主要活动区域建立了民事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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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的选举和酋长法庭的运转。１９８５年，ＳＰＬＭ在上尼罗地区、湖泊地区和加札

勒河地区设立了边界警察，极大遏制了上述地区的牲畜劫掠事件的发生。但是，

ＳＰＬＭ开始真正重视社会动员问题是在１９９４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之后。第

一次全国大会通过了 “全国协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宣布要在 ＳＰＬＭ占领

区建立新的治理结构、推进民主改革以及构建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此外，

“全国协定”还对军队和民事机构进行区分，以使后者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动员

与治理的责任。

因此，与ＥＰＬＦ相比，ＳＰＬＭ进行的社会动员无论在范围还是程度上都较为

有限。从社会动员的目标看，ＥＰＬＦ致力于在解放区进行社会改造，这包括重塑

农村权力关系、土地改革等较为激进的改革措施，而ＳＰＬＭ似乎满足于维持其控

制地区的基本秩序；从社会动员的方式看，ＥＰＬＦ主要通过其所建立的各种群众

性组织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纪律要求，而ＳＰＬＭ既缺乏明确而有凝聚力的

意识形态，又在南苏丹社会中没有广泛的组织网络，它主要依赖旧酋长与各种习

俗法与南苏丹社会发生联系，辅之以 ＳＰＬＭ干部的监督；从社会动员的结果看，

ＥＰＬＦ不仅可以从厄立特里亚社会汲取分离主义运动所需的人力与物质资源，而

且为所在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而ＳＰＬＭ仅是维持了其控制地区的基本秩

序，既无法从所在社会大规模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更没有为所在社会提供广泛

的公共服务。

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差异与其所能获得的外部支持联系在一

起。尽管都面临着外部孤立的困境，但是与 ＥＰＬＦ相比，ＳＰＬＭ还是得到了相对

更多的外部支持，后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分离主义运动所需的人力与物质资源。

例如，ＳＰＬＭ真正开始重视社会动员问题恰恰是在失去埃塞这个最大外部支持者

之后，这一时间点并非只是一个巧合。但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两个分离

主义运动所面临的组织化障碍程度的差异。厄立特里亚无疑面临着严重的族群与

宗教分裂，但是其历史上的集权经历降低了 ＥＰＬＦ进行社会动员的难度。南苏丹

历史上从未有过集权经历，这也使得ＳＰＬＭ在超越族群分裂进行社会动员方面面

临着更大的障碍，这也是为何加朗不得不通过控制外部资源来实现对ＳＰＬＭ以及

南苏丹社会的有限控制。

（四）军事斗争

如前所述，在后殖民时期，非洲各国政府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 “解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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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主义问题。这既与 “维护领土完整”原则提供的合法性相关，也与分离主义

运动可能带来的现实与潜在危害联系在一起。对于埃塞而言，厄立特里亚不仅

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 （红海出海口），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象征意义

（古代阿克萨姆帝国的核心区域）；而南苏丹则是苏丹重要的水源地和石油产

地。此外，埃塞和苏丹政府均面临着不止一个分离主义运动的挑战：埃塞还面

临着奥罗莫人和索马里人 （欧加登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苏丹则同时被达

尔富尔和努巴山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所困扰。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独立势必加

剧埃塞和苏丹境内其他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对于两国政府而言，这均是难以

承受的结果。

因而，埃塞和苏丹政府均选择军事手段应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

挑战。在埃塞，门格斯图政权打出了 “统一或是灭亡”的口号，准备付出一切

代价镇压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运动，维护埃塞的领土完整。在苏丹，无论是民

选政府还是军政府，都拒绝就南方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以避免达尔富尔和

努巴山区提出类似的分离主义要求。“军事镇压”因而成为历届苏丹政府应对南

苏丹分离主义挑战的不变策略。面临分离主义运动的挑战，两国政府在进行军事

镇压方面均很彻底。例如，在镇压分离主义运动的战争中，埃塞和苏丹政府甚至

大规模武装平民，以挽救正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的颓势。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斗

争能力便成为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这方面的

反例就是加丹加和比夫拉的分离主义运动，它们失败的直接原因都在于无法抵御

母国的军事镇压。

在进行军事斗争方面，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呈现出一定的相

似性。

首先，军事斗争形势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

义组织领导的军事斗争都充满了波折与反复。在厄立特里亚，ＥＰＬＦ和 ＥＬＦ在

１９７７年便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大部分地区，将埃塞军队围困在若干城镇中。但是，

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埃塞军队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重新夺取了厄立特里亚主要地

区，ＥＰＬＦ和ＥＬＦ不得不撤退到北部山区。此后，双方围绕 ＥＰＬＦ在萨勒赫的后

方基地展开了反复争夺。战争的僵持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８年，ＥＰＬＦ重新将埃塞

军队围困在主要城市之中，直至１９９１年将埃塞军队完全赶出厄立特里亚。在南

苏丹，ＳＰＬ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就将政府军围困在大城市。１９８９年，ＳＰ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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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南苏丹大部分农村地区，并渗透到努巴山区和青尼罗地区，控制了南苏丹

与埃塞和肯尼亚的边界。但是，１９９１年埃塞门格斯图政权的垮台以及 ＳＰＬＭ随

后的分裂，使得战场局势发生逆转。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苏丹巴希尔政权发动攻势，

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ＳＰＬＭ被迫撤退。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ＳＰＬＭ利用苏丹政府的

国际孤立状况发动大规模进攻，重新夺回了１９９１年失去的大部分地区，并将政

府军围困在若干大城市之中。１９９８年，ＳＰＬＭ夺取瓦乌和托里特的战役失败，军

事局势逐渐陷入僵持，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５年南北双方签订 《全面和平协议》。

其次，两个分离主义运动的军事力量都经历了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厄立

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案例中，分离主义运动的军事力量刚开始时都很弱小，这使得

它们很容易被母国政府的军事力量所镇压。在厄立特里亚，ＥＬＦ和ＥＰＬＦ在１９７４

年的士兵总数不超过２５００人，武器也十分落后，而到１９７７年则发展成为一支４

万人左右、拥有重武器的常规武装力量①。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始于苏丹政府

军中叛逃的南方士兵，尤其是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安亚尼亚运动的武装力量十分

弱小，军事策略以游击战为主。但是到了１９８９年，ＳＰＬＭ的士兵数量超过了７万

人，时任苏丹国防部长甚至担心，“随着 ＳＰＬＭ获得越来越多的重武器，它将发

展成为一支常规武装力量”。② 在两个案例中，分离主义运动军事力量的增强均

与各自母国政府的军事镇压联系在一起：母国政府的军事镇压力度越是增强，则

分离主义运动的军事力量也就越增长。

再次，军事斗争的主动成为分离主义运动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在两个

案例中，各自母国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手段镇压分离主义运动。在厄立特里

亚，ＥＰＬＦ先后打退了埃塞军队九次围剿。其中，埃塞军队１９８２年发动的 “红星

战役”持续了近四个月，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

战斗之一，参加 “红星战役”的埃塞军队规模达到１５万人。③ 在南苏丹，苏丹

政府军利用ＳＰＬＭ的分裂，在１９９０年年初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取得了战场上的

主动，但战争成本逐渐超出了苏丹政府的承受范围。１９９２年，苏丹的外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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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１５５亿美元，政府每天在南苏丹的战争开支高达２００万美元。① 为了扭转战

场上的被动局面，埃塞和苏丹两国都不惜大规模组织非正规军队。在埃塞，门格

斯图政权组织了由１０万农民组成的 “红军”，到１９７８年，“红军”的规模扩大

到２０万。② 在苏丹，政府早在 １９６５年就开始组织部族武装力量 “家园卫士”

（ＨｏｍｅＧｕａｒｄ），作为正规部队的辅助力量，此后，非正式武装一直是苏丹政府

军事镇压分离主义运动的重要工具。巴希尔政权上台后，进一步提升了非正式武

装在南方战场的重要性。１９８９年，巴希尔政府组织成立了准军事组织 “大众防

御力量”（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ｆｅｎｓｅＦｏｒｃｅｓ），由军队指挥官直接领导。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开始，“大众防御力量”的现役武装人员规模一直保持在１万人以上，其预备

役规模保持在８万以上。③ 此外，两国政府的军事行动长期得到外部的军事援

助。美国和苏联先后支持埃塞政权镇压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在巴希尔

上台之前，美国政府一直是苏丹最大的军事援助国。

即便如此，埃塞和苏丹政府军最终还是陷入了战场上的被动。除了其自身的

韧性之外，ＥＰＬＦ和ＳＰＬＭ军事策略上的成功是它们最终取得军事主动的关键。

ＥＰＬＦ和ＳＰＬＭ一个共同的策略就是联合其母国境内的反对派力量，打击母国政

府的战争意志。在埃塞，ＥＰＬＦ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Ｔｉｇｒａ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ＴＰＬＦ）、奥罗莫解放阵线 （Ｏｒｏｍｏ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以及阿法解放阵线

（Ａｆａｒ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等反对派军事组织结成同盟，使得门格斯图政权顾此失

彼，最终在１９９１年被ＴＰＬＦ和 ＥＰＬＦ的联合武装推翻。在苏丹，ＳＰＬＭ与北方的

反对派组织 “全国民主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结成统一战线，共

同致力于推翻巴希尔政权。在 “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下，ＳＰＬＭ将战火烧到了

北方，在青尼罗、南科尔多凡、努巴山区以及达尔富尔站稳了脚跟。２０００年，

ＳＰＬＭ与贝贾人的武装 （Ｂｅｊａ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在苏丹和厄立特里亚边境地区开辟了东

方战场，直接威胁北方政权，尤其是它们袭击了为首都喀土穆供电的水电站，使

得苏丹政府大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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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军事斗争方面，ＥＰＬＦ和 ＳＰＬＭ的一大区别就是所获得的外部支持不

同。ＳＰＬＭ得到埃塞门格斯图政权的支持，其基地长期位于埃塞境内。在门格斯

图政权垮台后，ＳＰＬＭ又在乌干达和肯尼亚获得了立足点。与 ＳＰＬＭ相比，ＥＰＬＦ

的武装斗争更为孤立无援。它的基地一直位于厄立特里亚境内，因而成为后殖民

时期非洲历史上唯一没有国外基地的分离主义组织。即便是 ＥＰＬＦ所依赖的苏丹

补给线，也多次因为苏丹政府的压力而受到限制。因而，ＥＰＬＦ所面临的军事压

力远高于ＳＰＬＭ。

在对ＥＰＬＦ的一项研究中，普尔指出：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是多种因素共同导

致的结果，包括埃塞门格斯图政府的垮台、ＴＰＬＦ的军事胜利、冷战的结束以及

苏联的解体等，但核心因素是 “ＥＰＬＦ维持自身以及进行武装斗争的能力”。① 这

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南苏丹。如前所述，ＥＰＬＦ和 ＳＰＬＭ在利用外部支持进行武装

斗争方面存在差异，而如何彻底打破外部孤立则是两大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的又一

共同挑战。

（五）打破外部孤立

如前所述，在战后国际体系的实际运转中，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压过了民族自

决原则，这使得现有国际体系对待分离主义运动的态度极为保守。在后殖民时期

的非洲场景下，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分离主义运动都面临着外部孤立的窘境：一

方面，分离主义运动很难 （尽管并非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取至关重要的资源；

另一方面，出于对分离主义运动可能造成的对现今国际体系的挑战，国际社会

（尤其是非洲国家）一般都不愿意赋予分离主义运动以国际承认或任何道义支

持。因而，如何打破外部孤立状况就成为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所必须面对的一大

挑战。

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因外部孤立而导致

的生存压力。在第一次苏丹内战期间，安亚尼亚运动一直四分五裂，直到拉古获

得了以色列的支持后，才实现了初步统一。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后，ＳＰＬＭ的外

部关系状态仅仅因为利比亚和埃塞政府的有限支持而有所缓解，但是，在门格斯

图政权垮台后，来自埃塞的外部支持的中断随即导致了ＳＰＬＭ的分裂，南苏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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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主义运动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初期，ＥＬＦ仅仅

从若干中东国家获得了有限支持，而在ＥＰＬＦ击败ＥＬＦ进而主导厄立特里亚分离

主义运动之后，这些有限支持也丧失了。此后的很长时间内，ＥＰＬＦ几乎在没有

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分离主义斗争。

讽刺的是，ＥＰＬＦ和ＳＰＬＭ打破外部关系的机会其实最终来源于对方的母国。

长期以来，苏丹和埃塞陷入了克里夫 （ＬｉｏｎｅｌＣｌｉｆｆｅ）所说的 “相互干预”困境

之中①：苏丹支持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埃塞反过来支持南苏丹的分离

主义组织。１９６７年阿以战争之后，苏丹政府支持阿拉伯国家，这导致它与埃塞

的关系紧张。尼梅日１９６９年政变上台后，苏丹政府允许利比亚、伊拉克以及巴

解组织通过其领土向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运动提供武器，而埃塞反过来加大了

对安亚尼亚运动的支持。尽管苏丹和埃塞政府分别于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８０年协商承

诺，不再支持针对另一方的分离主义运动，但是，这种 “相互干预”的政策事

实上一直都未中止。苏丹东部的难民营一直是ＥＰＬＦ招募新兵的重要基地，ＥＰＬＦ

的后勤补给需要先通过苏丹港，再由卡车运送到其在萨勒赫地区的基地。尽管时

不时面临紧张和限制，但是苏丹从未关闭其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而后者成为

ＥＰＬＦ保持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生命线。相比之下，门格斯图政权对于 ＳＰＬＭ的支

持更为广泛。一直到门格斯图下台之前，ＳＰＬＭ的政治领导机关和军事训练营都

位于埃塞境内。因而，苏丹和埃塞分别成为对方分离主义运动最大的外部支

持者。

苏丹与埃塞之间的 “相互干预”困境为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

动提供了生存机会，即便如此，它们在获取外部资源方面依旧举步维艰。在厄立

特里亚，ＥＰＬＦ主导分离主义运动之后，原先同情厄立特里亚的若干中东国家就

停止了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在南苏丹，ＳＰＬＭ在埃塞门格斯图政权瓦解后也

陷入了物资匮乏的困境。此外，在埃塞和苏丹两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之下，西方国

家、苏东阵营以及国际组织都不愿意给予两国的分离主义运动任何形式的支持。

恰恰相反，埃塞和苏丹政府镇压分离主义运动得到了超级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大力

支持：埃塞政府先后得到了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苏丹政府则长期得

到美国 （尼梅日政权时期）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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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国际孤立进而获取至关重要的外部资源便是 ＥＰＬＦ和 ＳＰＬＭ共同面临的艰巨任

务。有意思的是，在这方面，ＥＰＬＦ和 ＳＰＬＭ做出了十分相似的选择，即利用国

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以获取必要的外部资源。

为了从外部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源以支撑分离主义运动，ＥＰＬＦ于１９７５年成立

了厄立特里亚救援协会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Ｒｅｌｉｅ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由于联合国的下设机构只

向主权国家和得到国际承认的民族解放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再加上其他国际

救援机构也不愿意与分离主义组织打交道，因此，厄立特里亚救援协会在成立之

初只能从厄立特里亚海外侨民中获得有限的资金支持。即便如此，厄立特里亚救

援协会还是为厄立特里亚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做了大量工作，逐渐获得了西方

非政府救援机构的认可。１９８３年，厄立特里亚救援协会在厄立特里亚设立了１０

个难民营，其救助的难民人数达到６５万，共有１２０个国际救援组织与厄立特里

亚救援协会进行合作。① 在南苏丹，ＳＰＬＭ于１９８５年成立了苏丹救援与重建协会

（Ｓｕｄａｎ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救援物资。与厄

立特里亚救援协会类似，苏丹救援与重建协会在成立之初并未得到太多外部援

助，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的 “苏丹生命线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ｆｅ

ｌｉｎｅＳｕｄａｎ）中。“苏丹生命线行动”使得很多西方非政府救援组织第一次进入南

苏丹，而苏丹救援与重建协会在设立难民救助点以及发放救援物资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对于ＥＰＬＦ和ＳＰＬＭ来说，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之所以十分重要，一个核心的

原因就在于它们可将部分救援物资用于分离主义运动之需。这也是为何埃塞和苏

丹政府均千方百计限制乃至阻挠在其分离主义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例如，

１９７５年，埃塞政府下令停止所有国际援助机构在厄立特里亚的救援工作，以加

大对分离主义组织的压力；１９８４年，它又没收了澳大利亚为厄立特里亚和提格

雷地区募集的１７０万美元的物资。同样，苏丹政府也担忧国际救援物资可能成为

ＳＰＬＭ的潜在补给来源，而且还有可能给后者带来一些国际认可，因此也尽力限

制国际救援组织在南苏丹的行动。例如，苏丹政府在１９８９年年末宣布 “苏丹生

命线行动”终止，不允许国际救援组织的飞机飞往ＳＰＬＭ控制的地区，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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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０年４月。①

较之ＳＰＬＭ，ＥＰＬＦ在获取外部资源方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又与埃

塞和苏丹各自的外交政策以及所掌握的外交资源联系在一起。在去殖民化之后的

非洲，埃塞享有非同寻常的国际地位与外交资源。埃塞在殖民化进程中保持了其

独立地位，因而被很多非洲国家视为黑非洲权力和 “反殖民主义”的象征。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埃塞成为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的代言人以及联合国 “结束

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成员之一。塞拉西皇帝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首任主席，

亚的斯亚贝巴也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所在地。随着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向

北非和中东国家寻求支持，埃塞政府又将自己描述为抵抗阿拉伯国家势力在非洲

扩张的桥头堡，进而获得了黑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这种国际地位和外交资源使

得埃塞政府得以将厄立特里亚问题排除在地区国际论坛之外，大大压缩了厄立特

里亚分离主义运动获得外部资源的空间。其结果是，厄立特里亚问题无法登上非

洲的外交舞台长达三十年之久。例如，非洲统一组织设有解放委员会 （Ｌｉｂｅｒａ

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以支持非洲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该委员会却认为厄立

特里亚的斗争并不属于民族解放运动，而是令人唾弃的 “分离主义运动”。相比

之下，历届苏丹政府并不享有埃塞那样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资源，而其外交政策的

失误也为ＳＰＬＭ提供了更多获得外部资源的机会。这一点在巴希尔政权１９８９年

上台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全国伊斯兰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ｃＦｒｏｎｔ）的政治代

言人，巴希尔加强了伊斯兰势力对其邻国的渗透和扩张，结果四处树敌。这是

ＳＰＬＭ在１９９１年失去埃塞支持后又迅速得到乌干达、肯尼亚等国支持的直接

原因。

对于分离主义运动而言，打破外部孤立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获得国际承认，

而这似乎比获得外部资源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国可以选择暗中支持他国的分离

主义运动，但是，承认特定分离主义运动却必须以公开方式进行———由于这极有

可能引发承认国与分离主义运动母国政府的公开冲突，因而大多数国家都极力避

免单方面承认他国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也是为何像索马里兰这样长期实现有效治

理的政治实体一直未能得到国际承认的原因。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案例中，

分离主义运动最终得到国际承认的前提条件都是它们首先得到了原先母国政府的

４２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三辑 总第七辑）

① ＳｈａｒｉｆＨａｒｉｒａｎｄＴｅｒｊｅＴｖｅｄｔｅｄｓ，ＳｈｏｒｔｃｕｔｔｏＤｅｃａ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ｄａｎ，ＮｏｒｄｉｓｋａＡｆｒｉｋ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
Ｕｐｐｓａｌａ，１９９４，ｐ３１



承认。一方面，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战争均持续了数十年，战争造成

的惨痛后果均动摇了其母国政府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信心。埃塞和苏丹的政

府和军队中不时出现的反战声音就是明证。另一方面，ＥＰＬＦ和 ＳＰＬＭ均采取了

对其母国政治势力 “各个击破”的策略。通过与其母国政府中的反对派结成同

盟并争取到后者承认其 “民族自决权”，它们加大了母国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裂

痕，进而为获得母国政府的承认创造了条件。

早在１９７６年，ＥＰＬＦ就与埃塞反对派组织 “埃塞人民革命党”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ｙ）结成同盟，双方宣布进行军事和其他合作，以推进

民主革命。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埃塞人民革命党宣布无条件支持厄立特里亚的

独立。真正对厄立特里亚获得国际承认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是 ＥＰＬＦ与 ＴＰＬＦ

的同盟关系。ＥＰＬＦ大力支持 ＴＰＬＦ反抗门格斯图政权的斗争，而后者则承认厄

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作为回报。① １９９１年，ＥＰＬＦ和ＴＰＬＦ的联合部队攻入

亚的斯亚贝巴，推翻了门格斯图政权。ＴＰＬＦ主导的埃塞新政权旋即宣布厄立特

里亚人民有权通过全民公决形式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这便为 ＥＰＬＦ获得国际承

认奠定了基础。同样，在南苏丹，ＳＰＬＭ也通过与苏丹反对派政党结盟的方式获

得了后者对其民族自决权的承认。１９９５年的阿斯马拉会议正式将 ＳＰＬＭ与北方

的乌玛党 （ＵｍｍａＰａｒｔｙ）和民主联盟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Ｕｎｉｏ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合作关系

正式化。北方的政党第一次宣布承认南苏丹人民享有民族自决权 （包括分离

权），并同意在推翻巴希尔政权后建立一个世俗国家。这对巴希尔政权造成了极

大的震动。迫于压力，１９９６年巴希尔政权与 ＳＰＬＭ的反对派签署了和平宪章，

该协议包含了一条允许南方行使自决权的条款 （尽管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展开），

这是苏丹政府第一次承认南苏丹享有民族自决权 （尽管签署该协议的ＳＰＬＭ的反

对派并不能代表整个南苏丹）。

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最终获得国际承认的方式也大体相似：埃塞和苏丹政府

分别承认了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民族自决权，后两者最终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

选择正式独立；埃塞和苏丹分别是第一个承认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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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在１９８６年的一份声明中，ＴＰＬＦ宣布承认厄立特里亚斗争的殖民性质，这意味着它承认厄
立特里亚拥有去殖民化的权利。由此，ＴＰＬＦ成为当时唯一接受厄立特里亚独立的埃塞政治组织。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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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回过头来看，为阻止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独立，埃

塞和苏丹均付出惨痛代价，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厄立特里亚的独立

以门格斯图政权的终结为代价，而南苏丹的独立并未导致巴希尔政权的垮台。吊

诡的是，这一差别的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埃塞和苏丹享有的不同国际地位与外交

资源。

作为黑非洲权力和 “反殖民主义”的象征，埃塞在非洲大陆享有非同寻常

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资源。正因如此，非洲其他国家均不愿意公开挑战埃塞政府在

厄立特里亚问题上的立场，这也是为何厄立特里亚问题长期得不到非洲国家关注

的原因。埃塞所享有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资源是历届苏丹政府都不具备的。这种差

别直接体现在针对厄立特里亚问题和南苏丹问题所进行的国际斡旋努力的差异

上。在整个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时期，由于埃塞的强势地位，围绕厄立特里

亚问题开展的国际斡旋仅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７８年的东柏林和谈，双方立场差距

太大，无果而终；另一次是美国前总统卡特１９９１年推动的伦敦和谈，但此时为

时已晚，和谈尚未取得进展，门格斯图政权就被推翻。相比之下，围绕南苏丹问

题展开的国际斡旋则要频繁很多。例如，非洲统一组织在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主持

了两次阿布贾和谈，东非国家间组织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在１９９４年主持了四次和谈。尤其是，在地区国家和美国的支持

下，东非国家间组织在推动南北和谈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东非国家间

组织的努力下，南北双方陆续达成一系列协议，包括 ２００２年的马查科斯协议

（Ｍａｃｈａｋｏ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确定了南苏丹的自决权以及南方不适用伊斯兰律法），２００３

年的奈瓦沙和谈明确了内战结束后的安全安排，２００４年１月达成的财富分享协

议，以及２００４年５月达成的关于争议地区与权力分享协议。２００５年南北双方签

订的结束内战的 《全面和平协议》就是上述协议的统称。埃塞的强势地位使其

丧失了原本可以争取的和谈机会，最终导致门格斯图政权的覆灭；而苏丹政府的

相对弱势地位则使得南北和谈成为可能，这最终反而为巴希尔政权迎来了些许喘

息机会。

尽管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最终均打破了外部孤立状况，赢得了主权国家地

位，但它们对非洲国家普遍遵从的 “占领地保有原则” （Ｕｔｉ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所造成

的震动仍旧存在程度区别。与厄立特里亚相比，南苏丹的独立更 “公然地”挑

战了非洲国家的 “殖民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共识。厄立特里亚曾是意大利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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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其独立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 “恢复”殖民边界，因而属于去殖民化进程

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南苏丹从未有过作为单独殖民地而存在的经历。尽管南苏

丹的政治精英反复强调南苏丹特殊的殖民经历 （比如，南苏丹在殖民时期事实

上的封闭状态），但南北苏丹同属一个殖民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与厄立特里亚

相比，南苏丹的独立更加缺少 “合法性”，而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巴希尔政权

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外部力量的更深介入 （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或许

都是最终克服 “占领地保有原则”的重要因素。①

四　结语

以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为案例，本文比较分析了后殖民时期非洲分离主义运

动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往研究大都关注导致分离主义运动成功背后的 “要素组

合”，与此不同，本文的切入点是阻碍非洲分离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 “遏制性要

素”。具体而言，在去殖民化运动后的非洲，遏制分离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因素

可以归为三方面，即组织化、军事斗争与外部关系。换言之，后殖民时期非洲的

分离主义运动同时面临着组织化、军事斗争与外部关系三个层面的障碍———要取

得成功，它们就必须克服这三个层面的 “遏制性因素”。相对于非洲其他分离主

义运动，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之所以能最终赢得独立，正是源于它们在克服这三

个层面 “遏制性因素”上的相对成功。

对于 “遏制性因素”的关注有助于研究者聚焦非洲分离主义运动所面临的

一些结构性障碍。其中，“组织化”是它们面临的内部障碍，“军事斗争”是其

面临的来自母国政府的障碍，而 “外部关系”则是来自国际体系的障碍。在现

实中，这些结构性障碍彼此强化，共同抑制了非洲分离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概

率。一方面，这些 “遏制性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时期的国际体系为非

洲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以及后者在组织化和军事能力方面享有的 “先天优势”；另

一方面，它们也解释了为何后殖民时期非洲分离主义运动一般都难以取得成功。

在打破这些 “遏制性因素”方面，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分离主义运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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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为何南苏丹的独立并没有在非洲引发分离主义运动的连锁效应，参见：ＨｅａｔｈｅｒＢｙｒｎｅａｎｄＰｉ
ｅｒｒｅＥｎｇｌｅｂｅｒｔ，“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ｉｎＬｏｔｊｅＤｅＶｒｉｅｓｅｔａｌｅｄｓ，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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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很强的相似性：二者均通过强有力领导人专权的方式实现了组织内部的统

一，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组织化困境”；双方均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与母国形成

军事僵持，进而打破了 “军事斗争”方面的障碍；它们均利用国际人道主义救

援行动获取必要的外部资源，同时，通过与母国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结盟，它们迫

使母国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松动立场，最终通过全民公决方式获得正式独立地

位，打破了 “外部关系”困境。

与此同时，在打破 “遏制性因素”方面，ＥＰＬＦ和 ＳＰＬＭ展现出不同的长处

与短板：ＥＰＬＦ注重进行社会动员，但在打破 “外部孤立”方面面临更大的困

难；相比之下，ＳＰＬＭ在社会动员方面乏善可陈，但却拥有相对更多的机会获得

外部资源和外部支持。这种差异与两个分离主义运动各自所面临的社会结构以及

其母国政府的强势或弱势地位联系在一起。厄立特里亚无疑面临着严重的族群与

宗教分裂，但是其历史上的集权经历降低了 ＥＰＬＦ进行社会动员的难度。而南苏

丹历史上从未有过集权经历，这也使得ＳＰＬＭ在超越族群分裂进行社会动员方面

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此外，埃塞在战后非洲国际体系中享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由此带来的外交资源使得埃塞历届政府在孤立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方面均更

为成功，这也是ＥＰＬＦ在打破 “外部孤立”方面举步维艰的深层次原因。相比之

下，苏丹不仅不享有类似于埃塞的国际地位，其历届政府推行的扩张伊斯兰的外

交政策更是处处树敌，进而为ＳＰＬＭ赢得了生存发展的外部空间。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未将后殖民时期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的失败案例充分纳入到

讨论中来，这就使得本文无法为非洲分离主义运动成功的原因提供系统性解释。

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初步的。任何对非洲分离主义运动成功原因的系统性解释，

都要求研究者对相关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这应是志同道

合的学界同仁下一步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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